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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出的“业”和留守的“家”对农民工
回流意愿的影响——基于多维度的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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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使用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个案访谈数据，从新古典经济理论和新迁移经济理论

出发，基于“家业”“三类留守家人”“代际”和“社会变迁”维度的比较分析，探讨了外出的“业”和留守的

“家”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外出的“业”减弱农民工回流意愿，留守的“家”则提升农民工

回流意愿。比较而言，外出的“业”的影响大于留守的“家”。在留守家人中，留守子女、留守配偶和留守父

母的影响依次递减。从代际差异看，外出的“业”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影响大于对老生代农民工；留守子女对新

生代农民工的影响大于对老生代农民工，留守配偶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影响则小于对老生代农民工。从社会变迁

看，随着时间的推移，外出的“业”和留守子女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增强，但留守配偶和留守父母的影响

减弱。论文补充和拓展了新古典经济理论和新迁移经济理论的观点，发展和深化了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实证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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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流动持续活跃，高流动性迁徙特征显

著（陆杰华 等，2021）。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显示，中国流动人口的规模达到 37 582万人①。从

流向来看，主要是从农村流向城市，从中西部欠发

达地区流向东部发达地区（周皓，2021）。农民工

作为流动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规模在2008年为

22 542万人，2021年达到29 251万人②。

值得关注和思考的是：近几年在新冠肺炎、中

美贸易摩擦、国家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城

乡融合发展等的影响下，农民工的回流现象（包括

主动回流和被动回流） 逐渐显现 （罗小龙 等，

2020）。目前有多个学科的学者对劳动力回流问题

进行了探讨（Kunuroglu et al., 2016）。现有研究发

现：男性比女性更倾向回流（罗静 等，2018）；老

生代农民工比新生代农民工的回流意愿更强（余运

江 等，2014）；农民工的教育程度、月收入与回流

意愿负向相关（李强 等，2009）；配偶、孩子或父

母留守，会增强流动劳动力的回流意愿（Paparusso

et al., 2017）。然而，与农民工外出流动的大量研究

成果相比，学界研究农民工回流问题的文献相对较

少。而且，现有的农民工回流研究很少同时从

“家”和“业”的层面对回流现象展开深入的多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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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比较分析。中国人讲究成家立业，家庭事业双丰

收。但在中国的户籍制度以及与此相关制度的制约

下，农民工在外出“立业”的过程中出现较为严峻

的家庭分离问题，产生较大规模的留守儿童、留守

妇女和留守老人（聂飞，2019）。农民工“家”和

“业”分离的现象，使得他们在做流动选择时不仅

要考虑“业”，还要考虑“家”。

为此，本研究将在与新古典经济理论和新迁移

经济理论对话的基础上，基于“家业”“三类留守

家人”“代际”和“社会变迁”维度的比较分析，

探究外出的“业”和留守的“家”对农民工回流意

愿的影响。本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是可以补充

和拓展新古典经济理论和新迁移经济理论的观点；

二是可以发展和深化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实证研究；

三是可以为国家制定和完善农民工政策提供决策

参考。

1 理论回顾和研究假设

回流是人口迁移和流动研究的重要内容，学界

主要使用新古典经济理论、新迁移经济理论、结构

主义理论、跨国主义理论、社会网络理论、生命周

期理论等对劳动力回流进行解释。本研究主要与新

古典经济理论和新迁移经济理论对话。这 2个理论

的观点虽不尽相同，但他们之间不相互矛盾和排

斥，移民（包括农民工）是一个存在异质性的群体

（杨菊华，2010），正因为如此，在理解和解释移民

流动时不能过度依赖单一理论 （Constant et al.,

2002）。因此，本研究以这 2 个理论为指导展开研

究，一方面尝试对这 2个理论的观点进行延展，另

一方面讨论这 2个理论在阐释外出的“业”和留守

的“家”对农民工回流意愿影响时在中国的适

用性。

新古典经济理论从经济学的视角对人口迁移和

流动问题进行研究。该理论假设做出迁移决策的主

体是个人，移民的目的不仅要实现效益的最大化，

还要实现在流入地永久居住和家庭团聚（Cassari‐

no, 2004）。Todaro （1969）认为，迁入地和迁出地

的工资差异，以及迁入地更高的预期收入是驱使人

口迁移的重要原因。对于已发生迁移行为的移民而

言，其在比较成本和效益之后将做出在迁入地居住

还是回流的决策（Sjaastad, 1962）。如果他们在迁

入地未能获得预期收益，回流行为就随之产生

（Cassarino, 2004; Kunuroglu et al., 2016）。中国农民

工外出的主要目的是发展事业（就业和创业），以

获取较高的收入。基于新古典经济理论，外出的事

业发展情况会影响中国农民工的回流意愿。因此，

提出假设：

假设假设 1：：外出的外出的““业业””发展越好发展越好，，农民工回流农民工回流

意愿越弱意愿越弱。。

假设 1一般性地论述外出的事业发展状况与农

民工回流意愿的关系，但未探讨这一影响在两代农

民工之间是否存在差异。与老生代农民工相比，新

生代农民工受家庭的羁绊较少，对“业”的追求更

强烈，更渴望在就业机会较多的经济发达城市发

展，由此提出假设：

假设假设 2：：外出的外出的““业业””对新生代农民工回流意对新生代农民工回流意

愿的影响大于对老生代农民工的影响愿的影响大于对老生代农民工的影响。。

与新古典经济理论不同，新迁移经济理论假设

做出迁移决策的主体是家庭，并认为迁移是暂时性

的，回流被认为是成功的故事（Cassarino, 2004）。

具体而言，外出是移民家庭的“生计策略”，基于

家庭效用最大化风险最小化原则，家庭决定派出部

分成员外出挣钱，一旦他们的收入目标实现后，就

回流到迁出地 （Stark, 1982; King et al., 2010）。在

流出地留守的配偶和孩子会激励移民尽快实现收入

目 标 而 回 流 （Constant et al., 2002; King et al.,

2010）。与国外不同，中国农民工的流动选择除受

经济理性的影响外，还受家庭文化的制约 （许琪

等，2017）。

父母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成年子女赡养扶助

父母，是中国家庭文化的重要内容 （费孝通，

1983），植根于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地影响包括

农民工在内所有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对于非

举家流动的农民工而言，陪伴留守家人的情感需

求，以及抚育留守子女和照顾留守父母的现实需

要，都将提升其回流到家乡的意愿。刘玉侠等

（2020）认为，家庭责任是导致农民工回流的重要

原因之一。因此，提出假设：

假设假设3：：留守的留守的““家家””提升农民工的回流意愿提升农民工的回流意愿。。

具体而言：

假设3a：留守配偶提升农民工的回流意愿。

假设3b：留守子女提升农民工的回流意愿。

假设3c：留守父母提升农民工的回流意愿。

从理论上看，由于两代农民工的年龄、所经历

的生命历程事件和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 （梁宏，

2011），留守配偶、留守子女和留守父母对两代农

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其一，与新生

代农民工相比，老生代农民工的年龄更大、携带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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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一起流动的比例更低，与配偶分离的年数更多，

他们在流入地实现收入目标的比例也更高，因此留

守配偶对老生代农民工回流的正向影响更大。其

二，老生代农民工对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及新生

代农民工，且较多老生代农民工子女的年龄较大，

甚至已经完成教育并进入劳动力市场就业，不再需

要父母的陪伴和照看，因此留守子女对老生代农民

工回流意愿的正向影响更小。其三，在中国的家庭

文化观念中，陪伴、照顾和赡养父母是一种传统美

德，是每个子女责无旁贷的任务。但比较而言，新

生代农民工的父母比老生代农民工的父母年轻，且

新生代农民工孝顺父母的意识比老生代农民工淡漠

（汪国华，2010），因此留守父母对新生代农民工回

流意愿的正向影响可能小于对老生代农民工的影

响。故提出假设：

假设假设 4：：留守的留守的““家家””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

响存在代际差异响存在代际差异。。

具体而言：

假设4a：留守配偶对新生代农民工回流意愿的

正向影响小于对老生代农民工的影响。

假设4b：留守子女对新生代农民工回流意愿的

正向影响大于对老生代农民工的影响。

假设4c：留守父母对新生代农民工回流意愿的

正向影响小于对老生代农民工的影响。

“业”是发展，“家”是责任，“家”“业”兼顾

是农民工共同的梦想，但事实上非举家流动农民工

的“家”和“业”呈现离散的状态（聂飞，2019）。

受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影响，中西部地区与

东部沿海地区在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方面存在明显

差距，农民工外出是生存压力和理性选择共同作用

的结果（文军，2001）。流入地高于流出地的经济

收入和更好的事业发展机会，会明显减弱农民工回

流意愿，使其暂时舍“家”。同时，受“孩子至上”

的家庭文化影响（於嘉 等，2019），在留守家庭成

员中，留守子女通常是农民工最大的牵挂。因此，

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假设 5：：外出的外出的““业业””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

响大于留守的响大于留守的““家家”。”。在留守家人中，留守子女对

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大于留守配偶和留守父母。

近年来，为打破东中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及城

乡发展不平衡的态势，促进中西部地区及农村地区

的发展，国家先后实施了新型城镇化、脱贫攻坚和

乡村振兴战略。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中西部地区经

济实力的提升和农村地区的发展，带来就业和创业

机会的增加以及收入水平的提高，为中西部地区外

出农民工回流就业和创业提供条件，使他们在家门

口就有可能获得相对满意的收入，这将在一定程度

上提升农民工回流意愿、促进农民工回流（李志刚

等，2020）。亦即，流出地就业和创业环境的改善

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流入地“业”的优势。因

此，提出假设：

假设假设 6：：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时间的推移，，外出的外出的““业业””对农对农

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减弱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减弱。。

前述关于留守的“家”对农民工回流意愿影响

的假设是建立在中国传统的家庭文化观念之上。但

家庭现代化理论指出，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家庭结

构将从传统的大家庭转变为以核心家庭为主的小家

庭；家庭关系则由以代际关系为主轴转变为以夫妻

关系为主轴（唐灿，2010）。杨菊华等（2020）认

为，中国的家庭规模、家庭结构、家庭关系和家庭

功能发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变革，表现为家庭规模小

型化、家庭结构以核心家庭为主、家庭关系简单化

与平等化、家庭功能弱化与外化、家庭观念现代化；

这一变迁使得中国“以家为本”等传统观念逐渐转

变为“以人为本”等现代观念。据此，提出假设：

假设假设 7：：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时间的推移，，留守的留守的““家家””对农对农

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减弱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减弱。。

具体而言：

假设7a：随着时间的推移，留守配偶对农民工

回流意愿的影响减弱。

假设7b：随着时间的推移，留守子女对农民工

回流意愿的影响减弱。

假设7c：随着时间的推移，留守父母对农民工

回流意愿的影响减弱。

2 数据与方法

2.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采用以定量分析为主、定性分析为辅的混合方

法。定量分析的作用有两个：1）采用单变量、双

变量分析方法描述样本的分布和两个变量之间的相

关关系；2）采用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外出

的“业”和留守的“家”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独立

影响。定性分析主要应用于：1）讲述数字背后鲜

活的故事；2） 与定量分析结果相互补充和印证；

3）挖掘外出的“业”和留守的“家”对农民工回

流意愿的影响机制。

定量分析使用的是 2014和 2016年全国流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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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A卷）调查数据③。为满足研

究需要，选取了从中西部地区跨省流动到东部地区

及中西部地区省内跨县、跨市流动的外出务工经商

的农民工。剔除有缺失值的样本后，2014和2016年

的样本量分别为99 915、34 137人，合计为134 052

人。由于 2014年数据没有询问受访者的购房地点，

而且 2014年数据的时效性比 2016年略差，所以在

定量分析中主要使用2016年数据，仅在分析外出的

“业”和留守的“家”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是

否随时间而发生变迁时，使用这两年的合并数据。

定性分析使用的2018—2020年对中西部地区外出农

民工和政府工作人员开展的（半结构式）个案访谈

资料。

2.2 变量的定义与分布

因变量是回流意愿。在本研究中，回流意愿是

指中西部地区外出农民工在流入地居住≥1个月后对

打算在该地长期居住（＞5 a）还是回流这一问题的

思考。该问题分别源于 2014和 2016年全国流动人

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问卷的Q220和Q305，这

与林李月等（2021）的测量方法相同。本研究将该

题目的选项进行合并和重新编码，生成一个三分类

变量：1代表回流，2代表没想好，3代表在流入地

长期居住。

主要自变量为外出的“业”和留守的“家”。

农民工外出选择“业”，最终目的是为了增加收入，

故外出的“业”在定量研究中用月收入测量（分别

来自2014和2016年调查问卷的Q211、Q217，模型

用的是月收入的对数），而在定性分析中指就业和

创业。在中国文化中，“家”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

念 （封丹 等，2015），具有多维度时空性 （Su，

2014）。基于调查数据的可及性，在定性分析中，

留守的“家”指三类留守家人（留守配偶、留守子

女、留守父母），因此，定量分析中也用三类留守

家人测量。控制变量包括职业、就业身份、购房地

点、教育程度、代际（年龄） ④、流出区域、性别、

婚姻、民族、流动时间、流动范围（表1）。

3 结果分析

结果显示，农民工打算回流的比例较低，为

6.71%，有 63.15%打算在流入地长期居住，还有

30.14%表示没想好。由此可知，农民工比较倾向于

在流入地长期居住，回流意愿较弱；此外，还有一

部分农民工在回流与否的选择上犹豫不决。中国传

统文化讲究成家立业，因此“家”和“业”是农民

③ 数据申请网址：www.chinaldrk.org.cn。

④ 根据受访者的出生年份，本文把1980年之后出生的农民工称为新生代农民工，把1980年及之前出生的农民工称为老生代农民工。

表1 变量的定义与分布（均值、%）
Table 1 The defini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variables (means, %)

变量

主要自变量

控制
变量

样本量/人

职
业

购房
地点

教育
程度

代际
流出区域

性别
婚姻
民族

流动时间
流出区域

月收入
留守配偶
留守子女
留守父母
管理技术办事员
商业服务业人员
工人
自雇农民工
流入地
户籍地的政府所在地
户籍地的村
初中及以下
高中
大专及以上
老生代农民工
西部
男性
已婚
汉族
流动时间
跨省流动

变量的定义
连续变量
1=有留守配偶；0=无留守配偶
1=有留守子女；0=无留守子女
1=有留守父母；0=无留守父母
1=管理技术办事员；0=其他
1=商业服务业人员；0=其他
1=工人及其他人员；0=其他
1=自雇农民工；0=受雇农民工
1=本地或其他地方；0=其他
1=户籍地的乡镇或区县政府所在地；0=其他
1=户籍地的村；0=其他
1=初中及以下；0=其他
1=高中；0=其他
1=大专及以上；0=其他
1=老生代农民工；0=新生代农民工
1=西部；0=中部
1=男性；0=女性
1=已婚；0=未婚
1=汉族；0=少数民族
连续变量
1=跨省流动；0=省内流动

—

2014年样本
3 482.23

8.17
27.75

1.03
6.15

58.32
35.53
42.97
—
—
—

74.23
19.03

6.74
47.42
48.50
64.49
78.51
91.12

4.28
56.70

99 915

2016年样本
3 890.80

9.71
16.23

1.53
7.88

65.13
26.99
50.94
40.76
20.53
38.71
67.08
22.47
10.46
48.33
48.31
60.37
87.81
91.40

5.83
50.79

34 137

注：留守父母的比例低是由于调查问卷中的相关题目强调了“家中”，未把在老家与农民工分开居住的留守父母统计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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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在做流动决策时需要考虑的因素。

3.1 外出的“业”对回流意愿的影响及代际差异

外出的“业”对农民工回流意愿具有负向影

响。受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影响，多数流出地在

就业机会和发展空间方面比流入地逊色。定性研究

发现，很多农民工认为外面的天地更广阔，对前往

发达地区发展事业有着美好的憧憬。

一位从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到广东省广州市天

河区务工的测绘仪器培训师（男，26岁，未婚，编

号：CWC13）表示在大城市发展是目前最好的选

择，能拥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工作选择：

“暂时还没有这个 （回流的） 打算。首先，你

想，在大城市我有更好的收入，然后能接触到更好

的工作、更好的岗位。”

对比之下，流出地处于相对弱势的境地。一位

从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到北京市密云区务工的自营

劳动者（女，30岁，未婚，编号：CWC25）发现

流出地的职业不太适合自己：

“他们 （父母） 是希望我回去的，但是目前他

们所在的那个地方是没有我这个工作职业可以选择

的工作的，比如自然教育、芳香疗法或者心理咨询

类的。他们那边大多都是工厂，然后如果回去就是

去工厂工作，那并不是我的工作志向。”

可见，选择“业”的农民工看重的是流入地作

为更发达城市的优势条件，因为他们在户籍所在地

得不到较好的就业和发展机会，此时“业”对他们

的回流意愿主要是负向影响。

定量研究印证和补充了定性研究发现。从表 2

可知，月收入越高的农民工，回流的概率越低，这

与新古典经济理论的观点一致。为进一步分析月收

入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是否受到代际的调节，

探讨月收入与代际 2个变量的交互项对回流意愿的

影响。从表 3的模型 1可知，月收入与代际的交互

项在统计上显著，表明农民工在流入地的月收入不

但负向显著影响其回流意愿，且受到代际的调节，

其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影响大于对老生代农民工，假

设1和假设2得到数据证实。

3.2 留守的“家”对回流意愿的影响及代际差异

农民工外出务工，是为了寻找更多的就业机

会、获得更高的收入，以提高家人的生活水平，促

进家庭发展。但受户籍制度以及附着其上相关制度

的制约，以及流入地较高生活成本等的影响，许多

农民工选择非举家流动，这使得他们与配偶或子女

或父母分居两地。数据显示，留守家人显著提升农

表2 回流意愿影响因素的多分类Logistic模型结果

Table 2 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determinants of return intentions

变量

主要
自变量

控制
变量

样本量
Log likelihood

LR chi2

Prob>chi2

Pseudo R2

职业（对照组：管理技术办事员）

购房地点（对照组：流入地）

教育程度（对照组：初中及以下）

代际（对照组：新生代农民工）
流出区域（对照组：中部）
性别（对照组：女性）
婚姻（对照组：未婚）
民族（对照组：少数民族）
流动时间
流出区域（对照组：省内流动）

月收入
留守配偶
留守子女
留守父母
商业服务业人员
工人
自雇农民工
户籍地的政府所在地
户籍地的村
高中
大专及以上
老生代农民工
西部
男性
已婚
汉族
流动时间
跨省流动
常数

回流
发生比
0.67***

1.90***

1.63***

1.37*

1.32**

1.86***

0.74***

8.44***

9.24***

0.89*

0.47***

1.37***

0.91*

0.97
0.55***

0.76***

0.93***

1.59***

0.85
34 137

-24 192.045
8 487.24
0.000 0
0.149 2

标准误
0.03
0.13
0.09
0.22
0.15
0.21
0.04
0.72
0.74
0.05
0.05
0.07
0.04
0.05
0.04
0.06
0.00
0.08
0.32

没想好
发生比
0.83***

1.19***

1.46***

1.19
1.22***

1.35***

0.96
4.39***

5.22***

0.79***

0.55***

1.05
1.13***

1.03
0.44***

1.02
0.94***

1.35***

1.39

标准误
0.02
0.06
0.05
0.12
0.07
0.08
0.03
0.17
0.18
0.03
0.03
0.03
0.03
0.03
0.02
0.05
0.00
0.04
0.29

注：*＜0.05，**＜0.01，***＜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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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回流意愿。具体地，以打算在流入地长期居住

的农民工为参照组，在其他变量相同的情况下，有

留守配偶的农民工回流的概率是没有留守配偶的农

民工的1.90倍，有留守子女的农民工回流的概率是

没有留守子女的农民工的1.63倍，有留守父母的农

民工回流的概率是没有留守父母的农民工的1.37倍

（见表 2）。这与新迁移经济理论“留守配偶和留守

子女促使家庭的外出劳动力回流”的观点一致。假

设 3得到数据证实。个案访谈发现，留守家人提升

农民工回流意愿的机制在于受到家庭责任的召唤：

一是与留守家人团聚的情感需求；二是抚育留守子

女、照料留守父母等现实需要。

为从代际方面发展新迁移经济理论，探讨了留

守配偶、留守子女、留守父母与代际的交互项对农

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见表 3）。从模型 2可见，留

守配偶与代际的交互项在统计上显著，这表明该变

量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存在代际差异。其中，

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没有留守配偶者回流的概率只

有 6.00%，有留守配偶者回流的概率略高，为

8.00%；在老生代农民工中，有留守配偶者回流的

概率为12.00%，没有留守配偶者回流的概率比有留

守配偶者低5个百分点，为7.00%⑤。这说明，留守

配偶对新生代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小于对老生代

农民工的影响，假设4a得到数据的证实。模型3的

数据显示，留守子女与代际的交互项在统计上显

著，表明留守子女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也存在

代际差异。其中，没有留守子女的新生代和老生代

农民工回流的概率分别为 5.00%和 8.00%；有留守

子女的新生代和老生代农民工回流的概率均为

8.00%⑤，表明有无留守子女对新生代农民工回流意

⑤ 这一数据在STATA软件中通过运行margins命令得到（在表中未展示该数据）。

表3 代际与收入、留守配偶、留守子女的交互效应

Table 3 Intergeneration interact with income, left-behind spouses and left-behind children

变量

主要自变量

控
制
变
量

样本量

Log likelihood

LR chi2

Prob>chi2

Pseudo R2

职业（对照组：管理技术办事员）

购房地点（对照组：流入地）

教育程度（对照组：初中及以下）

流出区域（对照组：中部）

性别（对照组：女性）

婚姻（对照组：未婚）

民族（对照组：少数民族）

流动时间

流出区域（对照组：省内流动）

月收入

代际（老生代农民工）

月收入*代际

留守配偶

留守配偶*代际

留守子女

留守子女*代际

留守父母

商业服务业人员

工人

自雇农民工

户籍地的政府所在地

户籍地的村

高中

大专及以上

西部

男性

已婚

汉族

流动时间

跨省流动

常数

模型1

系数

-0.48***

-0.88

0.15+

0.64***

—

0.49***

—

0.32*

0.28*

0.62***

-0.30***

2.13***

2.22***

-0.12*

-0.74***

-0.10*

-0.03

-0.59***

-0.27***

-0.07***

0.46***

0.46

34 137

-24 189.999

8 491.33

0.000 0

0.149 3

标准误

-0.48

0.66

0.08

0.07

—

0.06

—

0.16

0.11

0.11

-0.30

0.09

0.08

0.06

0.11

0.05

0.05

0.08

0.08

0.01

0.05

0.50

模型2

系数

-0.40***

0.27***

—

0.50***

0.23+

0.49***

—

0.33*

0.28*

0.62***

-0.30***

2.13***

2.22***

-0.12*

-0.74***

-0.10*

-0.03

-0.59***

-0.27***

-0.07***

0.46***

-0.15

34 137

-24 190.388

8 490.55

0.000 0

0.149 3

标准误

0.04

0.06

—

0.11

0.13

0.06

—

0.16

0.11

0.11

0.06

0.09

0.08

0.06

0.11

0.05

0.05

0.08

0.08

0.01

0.05

0.37

模型3

系数

-0.40***

0.54***

—

0.63***

—

0.80***

-0.53***

0.31+

0.27*

0.61***

-0.30***

2.14***

2.23***

-0.11*

-0.73***

-0.09+

-0.03

-0.72***

-0.27***

-0.08***

0.46***

-0.20

34 137

-24 178.431

8 514.46

0.000 0

0.149 7

标准误

0.04

0.07

—

0.07

—

0.08

0.10

0.16

0.11

0.11

0.06

0.09

0.08

0.06

0.11

0.05

0.05

0.08

0.08

0.01

0.05

0.37

注：1） +＜0.1，*＜0.05，**＜0.01，***＜0.001；2）表中呈现的是 3个模型的回归系数，主要用于分析月收入、留守配偶、留守子女与代

际的交互效应。3）留守父母与代际的交互项在统计上不显著，为节约版面，未展示含有该交互项的模型结果。4）交互效应不关注“没想

好”人群，故未展示相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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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的影响大于对老生代农民工的影响，假设4b得到

数据的证实。这与较多新生代农民工的子女处于学

龄期，且新生代农民工比较重视子女的教育有关；

相比之下，较多老生代农民工的子女都已长大成

人，不再需要父母的照看，且老生代农民工对子女

教育的重视程度也不及新生代农民工。留守父母与

代际的交互项在统计上不显著，表明留守父母对新

生代农民工和老生代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不存在

代际差异，假设4c被证伪。究其原因，在中国的家

庭文化中，“父母”并不是一味地“索取”，父辈也

为子辈的核心家庭输送大量资源（陈熙 等，2014）。

个案访谈发现，大多数父母在经济条件尚可、身体

健康的情况下给予子辈大量的帮助，如帮助外出

务工的子女照看留守的孙辈、处理老家的家庭事

务；这使得农民工无需考虑因照顾留守子女和处

理老家事务而回流，解决一些农民工外出的后顾

之忧。也就是说，不管是新生代农民工，还是老

生代农民工，留守父母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

主要体现在父母的健康状况上。当留守父母需要

子女的照料时，他们选择回流到父母身边。当留

守父母可以独立生活时，他们选择继续在外发展

事业；而父母也非常支持他们在外务工，以增加

家庭收入。

3.3 外出的“业”与留守的“家”的影响：孰轻孰重

非标准化的 Logistic回归系数不能用于比较各

自变量的相对作用。为比较外出的“业”和留守的

“家”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程度，参考郭志刚

（2015）计算了标准化回归系数。

结果显示，月收入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13，

留守配偶、留守子女和留守父母的标准化回归系数

分别为 0.10、0.12和 0.02。从绝对值可知，外出的

“业”的影响大于留守的“家”。此外，留守的

“家”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在不同的留守家人

之间存在差异，留守子女的影响最大、留守配偶次

之、留守父母最小，这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新迁移

经济理论。假设5得到数据的支持。

“业”的影响大于“家”这一定量结果也得到

定性资料的印证。在问及“‘家’和‘业’的影响

孰轻孰重”时，西部地区 J省C市M区W街道的街

道办主任（男，编号：JZF1）总结到：

“准确地说，考虑事业的人更多。所以说，在

我们农村，很多家里面的都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在带孙子孙女，这种情况比较多。或者有的家庭，

他就是有回流的，比如说，夫妇两口子出去打工，

老婆回来了，老公还没回来，是有这样一种现

象的。”

不仅政府工作人员认为农民工更注重“业”，

农民工自己也认为“业”更重要。在问及“您如何

平衡家庭和事业之间的关系”时，一位从山西省阳

泉市郊区到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务工的培训师

（男，28岁，已婚，编号：AWC27）谈到：

“我觉得现在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努力赚

钱，提高家里人的生活条件，改善他们的生活质

量，让家里 （人） 过的好一点。现在家里 （老家）

的话就是妻子照顾小孩会辛苦一些。这段时间也没

多想，就是想着努力多赚点钱，改善生活。家里

（老家）老人平时也会帮忙照顾一下孩子。”

同样，一位从青海省海东市循化县到同市化隆

县务工的文员（女，24岁，已婚，编号：PWC79）

也表示，在流出地的配偶和父母对自己影响不大，

现在主要是考虑事业：

“（我）还没有孩子。（丈夫）在（老家），没

有太在意，主要是以工作为重，没有考虑过回流。

（父母）没有太大影响，以我的工作为主。”

概括而言，年轻尤其是未婚的农民工对“业”

比较看重，回流意愿比较弱。他们对未来充满想

法，希望到外面的世界看看，愿意去更广阔的天地

发掘就业或创业的机会，为致富的梦想奋斗。因

此，“家”的束缚力、“家”对回流的吸引力相应降

低。年长一些特别是已婚已育的农民工，在注重

“业”的同时，也重视“家”。但在“家”“业”不

能兼顾的情况下，只有较少人会优先顾“家”，大

部分人更注重“业”，因为他们认为只有这样，事

业和家庭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

3.4 外出的“业”和留守的“家”的影响变迁

前文论证了外出的“业”和留守的“家”对农

民工回流意愿都有影响，那么这二者的影响是否随

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

表 4 的 4 个模型分别纳入月收入、留守配偶、

留守子女、留守父母和调查年份的交互项。模型 1

结果显示，月收入在 2014和 2016年的数据中，均

对农民工的回流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2016

年强于2014年。这表明外出的“业”对农民工回流

意愿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强，假设6被证伪。

这透视出近年来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经济社会虽然

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区域发展不平衡和城乡

二元结构问题尚未解决（张荐华 等，2019），农民

工仍然通过外出的方式实现其对“业”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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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2、模型 3 和模型 4 的结果显示，留守配

偶、留守子女和留守父母对农民工的回流意愿有显

著的正向影响（见表 4）。交互项的统计检验显示，

三类留守家人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在这两轮调

查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其中，留守配偶和留守父母

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显著减弱，留守子女的影响

则随着时间的推移显著增强。数据结果支持假设7a

和7c，否定7b。由此推断，家庭现代化理论并不完

全适合用于解释中国三类留守家人对农民工回流意

愿影响的变迁。首先，在代际关系方面，虽然留守

父母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正向影响减弱了（与家庭

现代化理论一致），但留守子女对农民工回流意愿

的正向影响却增强了（与家庭现代化理论不一致）；

其次，在夫妻关系方面，留守配偶对农民工回流意

愿的影响不但没有增强，反而减弱了（与家庭现代

化理论不一致），这表明中国农民工家庭纵向的代

际关系尚未完全转变为次轴，横向的夫妻轴地位并

未上升并转变为主轴，农民工家庭的主轴还是农民

工与其子女的代际关系。留守父母对农民工回流意

愿的影响减弱，主要是因为父母一代年龄较大、受

教育程度相对更低，在快速变迁的社会中，他们在

知识、技能、信息等方面的掌握处于劣势，能够赚

取的收入也更少，这使得其在家庭中的权威性和话

语权逐渐下降（Yan, 1997）。需要说明的是，留守

配偶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减弱了，该结果出乎

意料。其原因可能有 2个：一是空间的隔离，使得

农民工与留守配偶之间出现情感上的疏离，婚姻名

存实亡；二是与流入地相比，近几年流出地在就业

和创业环境方面的劣势未能得到明显改善，这使得

部分农民工为了能安心在流入地发展、更好地实现

其对“业”的追求及获得家庭效用的最大化，“理

性”地选择配偶留守在老家承担养育子女和照料父

母的家庭责任。留守子女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正向

影响增强，表明农民工家庭的核心关系依然是“子

表4 年份与收入、留守配偶、留守子女、留守父母的交互效应

Table 4 Year interact with income, left-behind spouses、left-behind children and left-behind parents

变量

主
要
自
变
量

控制
变量

样本量

Log likelihood

LR chi2

Prob>chi2

Pseudo R2

月收入

2016年样本

月收入*2016年

留守配偶

留守配偶*2016年

留守子女

留守子女*2016年

留守父母

留守父母*2016年

职业（对照组：管理技术办事员）

教育程度（对照组：初中及以下）

流出区域（对照组：中部）

性别（对照组：女性）

婚姻（对照组：未婚）

民族（对照组：少数民族）

流动时间

流出区域（对照组：省内流动）

商业服务业人员

工人

自雇农民工

高中

大专及以上

西部

男性

已婚

汉族

流动时间

跨省流动

常数

模型1

系数

-0.19***

0.88**

-0.20***

1.02***

—

0.62***

—

0.38*

—

0.37***

0.60***

-0.39***

-0.21***

-0.68***

0.07***

0.09***

-1.20***

0.01

-0.13***

0.37***

0.95***

134 052

-117 152.91

23 582.9

0.000 0

0.091 4

标准误

0.02

0.36

0.04

0.03

—

0.02

—

0.07

—

0.04

0.04

0.02

0.02

0.04

0.02

0.02

0.03

0.03

0.00

0.02

0.17

模型2

系数

-0.23***

-0.63***

—

1.15***

-0.48***

0.62***

—

0.39***

—

0.37***

0.60***

-0.39***

-0.21***

-0.68***

0.07***

0.10***

-1.21***

0.01

-0.13***

0.38***

1.27***

134 052

-117 111.55

23 665.64

0.000 0

0.091 8

标准误

0.02

0.03

—

0.03

0.07

0.02

—

0.07

—

0.04

0.04

0.02

0.02

0.04

0.02

0.02

0.03

0.03

0.00

0.02

0.16

模型3

系数

-0.23***

-0.78***

—

1.01***

—

0.58***

0.25***

0.37***

—

0.37***

0.60***

-0.39***

-0.21***

-0.68***

0.07***

0.10***

-1.20***

0.01

-0.13***

0.38***

1.28***

134 052

-117 150.07

23 588.59

0.000 0

0.091 5

标准误

0.02

0.03

—

0.03

—

0.02

0.05

0.07

—

0.04

0.04

0.02

0.02

0.04

0.02

0.02

0.03

0.03

0.00

0.02

0.16

模型4

系数

-0.23***

-0.69***

—

1.02***

—

0.62***

—

0.45***

-0.31+

0.37***

0.60***

-0.39***

-0.21***

-0.68***

0.07***

0.10***

-1.20***

0.01

-0.13***

0.38***

1.27***

134 052

-117 160.76

23 567.22

0.000 0

0.091 4

标准误

0.02

0.03

—

0.03

—

0.02

—

0.09

0.18

0.04

0.04

0.02

0.02

0.04

0.02

0.02

0.03

0.03

0.00

0.02

0.16

注：1） + ＜0.1，* ＜0.05，**＜0.01，***＜0.001；2）表中呈现的是 4个模型的回归系数，主要用于分析月收入、留守配偶、留守子女、

留守父母与年份的交互效应；3）交互效应不关注“没想好”人群，故未展示相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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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至上”。

4 结论与讨论

利用 2014和 2016年的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

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以及2018—2020年对中西部地

区外出农民工及政府工作人员开展的个案访谈数

据，从新古典经济理论和新迁移经济理论出发，基

于“家业”“三类留守家人”“代际”和“社会变

迁”维度的比较分析，探究了外出的“业”和留守

的“家”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得出以下主要

结论：

第一，外出的“业”发展越好，农民工的回流

意愿越弱；从代际差异看，外出的“业”对新生代

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大于对老生代农民工的影

响；从社会变迁看，外出的“业”对农民工回流意

愿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强。这些研究发现与

新古典经济理论的部分观点一致。

新古典经济理论认为，回流是移民在比较成

本-效益之后的决策（Sjaastad, 1962; Todaro, 1969），

当移民在流入地因未就业、失业、边缘化就业而缺

乏稳定的就业和创业机会 （Constant et al., 2002）、

收入较低而导致预期收入无法实现时回流的概率较

高，这主要是失败型回流而非新迁移经济理论的成

功型回流。在中国回流意愿较强的农民工中，虽然

有少部分事业发展较好和收入水平较高者，但总体

而言，有回流意愿的农民工具有较强的负向选择

性，主要是职业声望低、收入低和老生代的农民工

（谢永飞 等，2020）。这表明农民工在流入地的事业

发展状况会影响其回流意愿，当他们在流入地的事

业发展较好时，回流意愿较弱。由此可知，新古典

经济理论比新迁移经济理论更适合用于解释外出的

“业”对中国当前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但新古

典经济理论及其他文献没有进一步探讨该影响在不

同代际的移民之间是否存在差异，也没有比较该影

响在不同时间是否发生变迁。本研究从代际和社会

变迁维度比较分析了外出的“业”对农民工回流意

愿的影响，对新古典经济理论的观点做了延展，在

一定程度上推进农民工回流意愿的相关研究。

“外出的‘业’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随时

间的推移而增强”这一观点透视出，在现代化进程

中，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凸显。在国家政

策的助力下，经济欠发达地区近几年虽有所发展，

但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差距仍然存在，流入地在就业

和创业机会方面仍比流出地具有更明显的优势。

第二，留守的“家”提升农民工回流意愿；从

三类留守家人的比较看，留守子女的影响最大、留

守配偶次之、留守父母最小；从代际看，留守配偶

对新生代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小于对老生代农民

工，留守子女对新生代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大于

对老生代农民工；从社会变迁看，随着时间的推

移，留守子女的影响增强，但留守配偶和留守父母

的影响减弱。这可能使农民工的婚姻稳定性和留守

父母的养老问题面临一些挑战。

新古典经济理论和新迁移经济理论都认为留守

配偶和留守子女提升移民的回流意愿，本研究得出

相同的结论。但相比之下，新迁移经济理论更适合

用于解释中国的留守家人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

响，这是因为受中国户籍制度，以及农民工乡土情

结、叶落归根等思想观念的影响，农民工中因经济

原因而流动的仍占大多数（郑真真，2013）。这与

新迁移经济理论认为“移民外出是暂时的”的观点

接近，但不同于新古典经济理论强调在流入地永久

居住，获取终身收入的最大化 （Constant et al.,

2002）。

新迁移经济理论及相关文献给本文提供了重要

的借鉴和启发，但也还有可进一步拓展的空间。一

是未分析留守父母对移民回流决策的影响，也未比

较分析三类留守家人对移民回流决策的影响大小；

二是没有分析三类留守家人对移民回流决策的影响

是否存在代际差异，以及这一影响是否随时间的推

移而发生变迁。本文基于“家业”“三类留守家人”

“代际”和“社会变迁”维度的比较分析，既对新

迁移经济理论的观点做了拓展，也使得学界对留守

家人与农民工回流意愿关系的认识更深刻、更全

面、更立体。

此外，本文还表明，不能简单借用西方理论解

释留守家人对中国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首先，

新迁移经济理论在分析留守家人对移民回流意愿和

回流行为的影响机制时，仅围绕经济一个维度展

开，而未从家庭文化、家庭责任的角度进行解释。

事实上，在中国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下，留守

家人提升中国农民工回流意愿的机制主要是承担家

庭责任，即主要受与留守家人团聚的情感需求以及

养育留守子女、照料留守父母的现实需要驱动。其

次，“随着时间的推移，留守配偶和留守父母的影

响减弱，但留守子女的影响增强”这一研究发现表

明，中国的家庭变迁比家庭现代化理论更为复杂和

多元。中国在家庭规模、家庭结构、家庭类型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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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虽然出现家庭现代化理论认为的从传统向现代的

变迁，但在家庭关系和家庭行为的某些方面仍延续

了传统。於嘉等（2019）认为，和过去相比，中国

当代的家庭虽然更追求个人自由，但“子女至上”

的文化在中国依然存在，这说明一些传统的家庭文

化仍然根深蒂固，对于农民工家庭也是如此。中国

农民工家庭的主轴依旧是农民工与子女的纵向代际

关系，而不是他们与配偶的横向夫妻关系。因此，

在中国现阶段，家庭现代化理论并不完全适合用于

解释留守家人对农民工回流意愿影响的变迁。

第三，对于非举家流动的农民工而言，外出的

“业”和留守的“家”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作

用相反，且外出的“业”的影响大于留守的“家”。

同时从“家”和“业”2个层面考察移民的回流意

愿和回流行为，是对其人文关怀的重要体现。新古

典经济理论和新迁移经济理论均探讨了外出的

“业”和留守的“家”对移民回流的影响，但还可

以进一步比较分析外出的“业”和留守的“家”的

影响程度，本文对这一问题做了推进。由于非举家

流动农民工的“家”和“业”在空间上分离，使他

们在做回流选择时面临较多的选择困境，这从“有

超三成的农民工在回流意愿的选择上没想好”可见

一斑。农民工不管是优先选择留守的“家”还是外

出的“业”，都是在“家”和“业”不能兼顾情况

下做出的无奈选择，这会给农民工个人和家庭的发

展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对农民工不断实现他们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产生影响。

政府相关部门需要多措并举，促进农民工实现

“家”“业”兼顾的梦想，推进农民工的家庭建设。

首先，要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从农民工的需求

入手扩大基本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使具备举家流

动能力的农民工在流入地实现市民化，在流入地实

现“家”“业”兼顾。由于农民工在流入地的居留

意愿较强（刘涛 等，2019），因此这应该成为促进

农民工实现“家”“业”兼顾的主要方式。其次，

流出地要抓住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的契机，大力

发展经济、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增加就业和创业机

会、提高收入水平和保障水平，合理有序地引导具

有乡土情怀的农民工回流，使其在家乡能实现

“家”“业”兼顾。合理有序的重要表现是要根据流

出地产业发展对回流劳动力的需求来决定是否需要

引导农民工回流。最后，受人口流动的影响，农民

工家庭在亲子关系、家庭教育、赡养老人、夫妻关

系等方面比普通家庭面临更多的困境和挑战，流出

地和流入地政府要加强对农民工的家庭建设，推动

农民工家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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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Jobs Outside One's Hometown and Left-Behind Family Members on the

Return Intentions of Migrant Workers: A Multi-Dimensional Comparative Analysis

Xie Yongfei1, Liang Bo2 and Zheng Shize3

(1.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31, China; 2. School of Humanities,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chang 330032, China; 3. School of Marxism, Ningbo College of Health Sciences, Ningbo 3151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leaving one's hometown for work, migrant workers face the problem of family

separation, resulting in a large number of left-behind children, women, and elderly. The separation between the

"jobs" and "family" of migrant workers makes them consider not only their "jobs" but also their "family" when

making mobility choices. However, few existing studies have conducted in-depth multi-dimensional comparative

analyses on return inten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jobs" and "family" at the same time. Drawing on data from

the 2014 and 2016 "Migrants' Dynamic Monitoring Survey" and case interview data, using a mixed research

method of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starting from Neoclassical Economics (NE) and the New

Economics of Labor Migration (NELM), and based on multi-dimensional comparative analysis, this study

discusses the impact of jobs outside one's hometown and left-behind family members on the return intentions of

migrant workers. Results indicate that such jobs decrease migrants' intentions to return, while left-behind family

members increase their return intentions. The former has a greater influence than the latter. The impact of left-

behind family members on return intentions was weakened in the following order: left-behind children, left-

behind spouses, and left-behind parents. From a generational perspective, the impact of jobs outside one's

hometown on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s greater than on the old generation, and the impact of left-

behind children on the younger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s greater than on the old generation, while the

impact of left-behind spouses shows an opposite tre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hange, the impact of jobs

outside one's hometown strengthen, and that of left-behind children increase. The opposite is true for left-behind

spouses and left-behind paren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NE is more suitable than NELM for explaining the

impact of jobs outside one's hometown on the return intentions of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2) NELM is more

suitable than NE to explain the impact of left-behind family members on the return intentions of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3) When analyzing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left-behind family members on the return intentions of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we should not only focus on one dimension of economy but also explain the

phenomen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mily culture and family responsibility. 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the

literature by expanding and supplementing the views of NE and NELM and developing and deepening the

empirical study of migrant workers' return intentions through a multi-dimensional comparative analysis in

combination with China's context.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relevant government departments should take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dream of having both "jobs" and "family" at the same time for migrant

workers as well as to promote their family construction.

Keywords: migrant workers; return intentions; jobs outside one's hometown; left-behind family members;

generational; social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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